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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乡村传统民间互助组织和新兴民间互助组织在产生背景、组织结构、成员构成及功

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区别，社会关系、乡村精英和社会资本等在各自的运作过程中均有重要的作

用。当前民间互助组织存在规模小、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结构松散、组织功能单一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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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我国现有的研究来看，学者对于农村民间

组织的探讨是在对民间组织相关问题的探究中出

现并产生的，这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有很

大的关联，即 20 世纪末期我国开始实施单位制

改革，民间 组 织 成 为 研 究 的 热 点; 21 世 纪 初

“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农村

民间组织逐渐被学者重视。具体而言，我国对于

农村民间组织的探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进入 21 世纪之后该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

热点。一些学者认为民间组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的产物，是对可持续发展的响应，是一项政府

和市场之外用于人类发展的社会工具; ［1］也有的

学者认为民间组织对整个社会生活影响日益加

深; ［2］其他学者也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治

理的转变、民间组织与政府合作等视角进行了研

究。近年来，伴随着 “三农问题”的凸显和政

府对农村发展的重视，针对农村民间组织的研究

不断增多，但针对民族地区农村互助组织的相关

研究较少。在有限的研究中较早涉及民间互助组

织并对其展开论述的是和颖，她探讨了纳西族民

间互助组织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3］白玛措则对

那曲牧区亲系组织和互惠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剖

析，深刻揭示了使这一形式得以延续和保留背后

的文化功能，［4］以上所述的民族乡村互助组织主

要是民族乡村新兴民间互助组织，这些学者的研

究也不是专门针对这些组织展开的，而是在研究

其他问题时涉及这一主题。基于以上现实，本文

试图对民族地区新兴民间互助组织展开研究。
从民间互助组织产生时间和发挥的功能来

看，民族乡村民间互助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

类是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另一类是改革开放之

后出现的民间互助组织。本文在对云南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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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民族乡村传统民间互助

组织和新兴民间互助组织的对比分析，试图揭示

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并深入分析新兴的民间互助

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新民间互助组织的产生背景

改革的深化、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推进改变

了民族乡村传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计方

式。生产方式的多元化和最大限度追求经济利益

成为当前民族乡村生计方式发展的主要方向。在

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农户的自主能力和经济获得

能力大大增强，更多关注如何更好地适应市场、
借用市场运作机制获得更多的收入。传统的乡村

作为连接各个农户并使大家成为一个共同体的功

能在人们心中逐渐淡化，村庄仅仅作为单个农户

在该地维系家族繁衍和现有关系的载体。农户个

体化和独立化的特征明显。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而

言，我国传统文化和现有的户籍制度无法在短期

内使这些外出者摆脱其祖辈世居的乡村，因此，

大量劳动力向东部或者西部其他城市转移致使民

族乡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不断增多、民族乡村

劳动力匮乏，乡村精神生活匮乏和乡村组织涣

散。人们发现，在日常的起房建屋、红白喜事等

习俗行为过程中村民之间传统的相帮互助在不断

弱化。在生产实践中，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单个

个体在从事商业贸易、手工业或参与市场竞争中

力量有限，抵御市场能力较弱。
基于以上的背景和现状，村民们结合自身特

征，根据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开始组

建相应的组织来维系个体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

系，不断加强自身的力量，共同抵御市场和外在

不确定因素带来的对所从事行业的风险和影响。
也有的农村精英则从整个村庄发展的角度出发，

号召村民共同开展村庄精神文化建设、关注留守

儿童的教育、丰富空巢老人的精神生活等。民族

乡村民间互助组织就在这样的传统民族文化、村

寨日益空巢化的约束与现代市场冲击之下，在应

对当前出现的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中相继涌现，如

“帮辈”、“化撮”、“放牧会”、“纠会”、“诵经

会”、“老人协会”等各种文娱活动组织、手工

业合作组织、农产品生产合作组织等均在民族乡

村蓬勃发展，并对民族乡村的有序发展发挥了重

要的作用。

二、民族乡村新兴民间互助组织与
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区别与联系

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任何一种成熟的文

明社会都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真实的社会联接的

基础之上，除了国家、家庭、个人之外介于国家

和个人之间 ( 从现在来看是介于国家和市场之

间) 的社会群体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都是极其

重要的组织。［5］无论是民族地区传统的邑会社、
宗族、行会、乡会、商帮等，还是当前的 “帮

辈”、“化撮”、“放牧会”等新兴的民间互助组

织都是文明社会的产物和构成社会发展的重要

团体。
民族乡村传统民间互助组织是农户在当时生

产力状况下，有限理性的个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

为更好融入社会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组织起

来的，我国最初的乡村民间互助组织是 “邑、
会、社”、乡会、商帮、宗族、本家等，它广泛

存在于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并围绕地方的寺庙

或祭祀场所组织活动以强化成员之间的联系，与

当时官方设置的 “乡、里、社”有本质的区别。
根据《大宋僧史略》 ( 卷下) 记载 “邑、会、
社”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唐朝后由

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商贾分行的细化，各行业为

了共同利益的需要不断建立起会社。［6］这些组织

以寺庙为中心，通过不同行业、宗族、地缘关系

构建不同的民间组织，通过定期的庙会或者集市

来共同开展一些造经、造佛像等公共或公益活

动，在公共活动之余则主要维护本行会成员的利

益，解决各种纠纷等等。
新兴的乡村民间互助组织则是新时期市场经

济条件下形成的非政府组织体，是民族乡村对我

国改革深化和社会巨变的一种响应，也是各民族

民众对变化了的新环境的不断适应。它既是农户

对变革的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的产物，也是农户在

外界环境变迁过程中对新的生计方式习得的伴生

体。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些形式既是传统的以

家族为核心的家庭向现代的以单个农户为中心的

家庭形式不断转变的产物，也是在市场机制运作

之下，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向以市场经

济为主的商业和以追求个体利益为根本的生计方

式转变的结果。
从民间互助组织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功能而

43



言，民族乡村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主要是 20 世

纪 50 年代之前在我国民族乡村存在的非官方的

乡村组织，包括宗族、邑会社、乡会、商会、行

会、诵经会等。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则是改革开

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冲击和民族村寨与外

界联系加强之后形成的新的互助组织，主要分为

新的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经济性的合作组织、社

会性的合作组织。其中新的传统民间互助组织主

要是早期的传统组织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变化而形

成的新的组织; 经济性的民间组织，主要有手工

业合作协会、种植业合作组织和畜牧养殖组织等

以营利性为主的组织，如滇西北的金银加工合作

协会、藏区铜质生活用具加工组织，禄劝等地的

果树种植合作组织，德宏各县的甘蔗生产合作组

织，手工刀具生产合作组织，西双版纳等地的橡

胶和农作物生产合作组织，文山的药材专业合作

组织等; 社会性的合作组织主要有诵经会、老人

协会、“纠会”以及其他满足乡村居民精神生活

的组织。我们从调研和深入考察中发现民族地区

新兴民间互助组织大规模的出现是在 20 世纪末

和 21 世纪初。相对于传统民间互助组织而言，

这些组织结构松散、功能单一、规模较小，尚处

于初级阶段，但无论如何二者既有千丝万缕联

系，也有很大的区别。
( 一) 新兴民间互助组织与传统民间互助组

织的区别

1． 产生的社会基础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和传统民间互助组织是

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二者产生的社会基础有很

大的区别。民族地区传统民间互助组织在自给自

足的农业生产基础上建立，这一时期，农业生产

占据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同时由于

受交通的限制，人们活动的社会空间相对固定或

有限。这一时期的传统民间互助组织表现出明显

的依赖于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特征，庙

会、造经塑佛、修建寺庙等活动成为承载各种组

织的重要载体，在集镇、村寨也存在着一定的行

会组织，团体性比较突出。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

则是在手工业与农业不断分离、市场化程度相对

较高、交通条件比较便利的基础上建立，虽然农

业生产在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已经不是决

定性的，甚至在有些民族村寨，农业已经基本脱

离了人们的生产生活。① 此时的乡村民间互助组

织主要依赖于市场化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市场是

推动民间互助组织发展的主要动力，组织建立的

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维护个体

利益的最大化以及规避市场化和其他不可抗拒的

因素带来的个人损失。
2． 组织结构的差异

传统的乡村民间互助组织的建立依托我国深

厚的传统文化，与民族地区的农牧文明有很深的

联系，组织内部基本形成严格的管理机构。每个

组织都有专门主持工作的组织领导人，以及辅助

其完善工作的其他常务人员，并有开展相关活动

的专门场所，这在我国旧时的相关寺庙重修碑文

或者一些出土的碑文中有零散的记载，其中邑、
会、社等民间组织较为普遍，这在我国魏晋时期

就广泛存在于南、北方，包括民族地区，但旧时

主要以宗族、祭祀活动、维护村寨正常运转等组

织为主。陈述 ( 1985 ) 先生认为那是与当时社

会经济 联 系 紧 密 的 民 间 组 织，他 们 有 专 门 的

“邑头 ( 邑 长 ) 、都 邑 主、邑 师、邑 政、邑 胥、
邑中正、民望、治律、邑人 ( 邑众、邑义) ”，［6］

在常规性的活动中他们负责组织邑众聚会或处理

重大事务，比如重修寺庙、造经等，日常生活中

这些管理者则处理日常事务，合理规划和运用本

组织成员缴纳或者募集的经费。同时，成员进入

或退出有一定的仪式或者必须征得 “常务管理

机构”的允许，有的组织则需要经 “邑众”介

绍并交纳一定的捐助款。有的民族村寨有专门负

责村寨安全的民兵组织，由专门的人员管理，一

般为村中的乡绅或者德高望重的宗族领导管理这

些人的活动，在近代的康巴藏区则有专门维护村

寨安全的村民组织。
相对于传统民间互助组织严密的组织结构，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结构相对松散，没有专门负

责的人员，成员可以自由进入或者退出，较少有

常规性的活动。有些手工业或者以营利为目的的

组织则会开展一些定期活动，比如求财求平安等

祈福活动，但据我们调查了解基本是一年一次，

活动由组织成员轮流负责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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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员构成与组织功能

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成员构成比较宽泛，通

常情况下依托于某一个寺庙或者祭祀地，祭拜庙

中的佛或者神的信众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组织成

员。同一个寺庙或者庙宇有不同的民间组织，通

常情况下以村寨为单位，但也有超越不同村寨的

较大的民间组织，在古代的碑文中就有 “千人

邑”的记载。同一个村寨的村民只要愿意可以

参加不同的组织，由于交通的有限性和交往的单

一性，加之受传统文化中 “鸡犬之声相闻，老

死不相往来”、 “安土重迁”等思想的影响，一

般情况下个人参加组织的数目相对有限。民族地

区传统的民间组织如宗族、诵经会、邑会社等是

游离于官方的 “乡、里、社”，是对中央王朝统

治尚无力触及的社会生活的管理。
民间互助组织就是我国乡村自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者认为 “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模式就

是我国村民自治的政治根源，［7］其实 “乡、里、
社”或者“乡、亭、里”等一定程度上带有县

级政府对乡村进行管理的色彩，而真正的乡村秩

序的维护离不开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这在民族

乡村更为突出，这些组织功能也比较完备，其运

作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 ( 主要依靠成员

的募捐和富有乡绅的支持) ，不仅在重大节日里

组织乡村开展各种活动，丰富民众生活，而且不

定期的召集成员募捐开展铺路修桥、修庙造像等

公益性的活动。在日常的生活中组织还为成员解

决家庭 或 邻 里 之 间 的 纠 纷，执 行 传 统 的 乡 规

村约。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成员相对较少，规模

小，基本由几户或十多户构成，没有 “千人邑”
那么大的规模。除了一些延续下来的传统组织之

外 ( 根据时代的变化，这些组织的功能和性质

相对于早期的组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手工

业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等经济型组织的成员不受

地域和村域的限制，同行业的从业者均可以参

加。新兴民间互助组织的运作没有任何经济基础

和约束成员的条件，平时大家是竞争对手，在危

害大家共同利益的外在压力或因素出现时成员才

齐心协力共同抵御风险。相对于传统的民间互助

组织，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在运作过程中表现为

功能单一，能为成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极其

有限。

4． 运作机制的差异

民族乡村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的运作已经形

成一套成熟的体系，大型的组织如 “邑”或者

“商会”等还设有兼职的管理层和相对固定的活

动场所。通常情况下它通过依托区域性的庙会、
重大的民族节日和固定的集会来维系成员之间的

关系，组织成员举办不同的公益和娱乐活动或者

祭祀等重大事务，在日常生活中则处理内部的一

些矛盾。组织成员有义务缴纳一定的款项，也可

以根据自愿的原则捐赠更多，同时成员也享受组

织为成员举办特定的祭祀活动。如在白族地区诵

经会就有义务为需要 “安龙奠土”、祈福求平安

的成员进行诵经活动。在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中

中国传统的家长制在其中有较大的影响，这一思

想几乎统摄着绝大部分的民间互助组织，即使在

少数民族地区其族长或者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者

的言行也会有大的作用。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的运作大部分没有传统

民间组织的运作机制规范，没有形成规整的管理

体系，常规性的活动相对较少。新兴的民间互助

组织以组织成员个体能动性发挥为主，个体性比

较强，成员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少，只有触犯本群

体利益的时候，组织才会行动起来对抗外在的风

险。特别对于经济性的民间互助组织而言，个体

利益的维护才是维持组织关系的最直接的目的。
当然新的传统性的民间组织和社会性的民间组织

的根本目的还是想通过组织成员开展不同的活动

以满足成员精神生活和成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
( 二) 新兴民间互助组织与传统民间互助组

织的联系

1． 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均在其中占据重

要的位置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熟

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

而这私人关系将不同区域或行业的人们联系在一

起，编织成一张张无形的关系网。［8］关系网是人

们开展生产生活的基础，也是约束人们行动的准

绳，它通过不同的人际关系形成，而在民族乡村

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就是构建人际关

系最直接的载体，人们为了某种目的通过不同的

关系构筑不同的组织。不仅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

如此，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也有这些明显的特

征。尽管随着乡村的巨变，中国传统的 “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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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已经向 “半熟人社会”或者 “无主体的

熟人社会”转变，［9］社会舆论、面子、社会资本

等基本的要素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们的流动和与

外界广泛接触而变得不是很重要，［10］但是个体的

社会经历、文化心理、个人对空间的感知、个人

的“恋地情结”以及宗族观念一直在外出打工

者的心中不断强化，为了减少风险，血缘、地

缘、亲缘和业缘关系很大程度上在人们构筑不同

组织时成为人们的首选。
个体在不同的经历过程中构筑了不同的社会

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促使个体在不同的关系网络

中有不同的认同，这就客观上出现了个体有多重

身份的认同，这些认同促使个体在新的社会环境

下构筑新的关系网络。比如我们在滇西北的调研

中就发现丽江黑龙潭附近村庄的纳西族村民都有

各自的“化撮”组织，一个人可以参加不同的

“撮”，同时还可以参加其他如联合建筑工程组

织等等; 同样，一个鹤庆从事金银器加工的白族

人既可以参加附近的手工业合作组织，如果自己

家里养了牛马，也可以参加不同村寨之间联合组

建的“放牧会”，同时自己又是 “帮辈”成员，

有时候还代表村寨参加村与村之间举办的 “篮

球竞赛组织”。个体有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认

同，这些认同通过个体在不同群体中的关系来构

建。其实无论是在乡村，还是个体外出务工到新

的环境中，这些传统的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

关 系 都 在 他 们 的 生 产 生 活 中 具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意义。
2． 乡村精英在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

乡村精英指的是在经济资源、政治地位、文

化水平、社会关系、社区威信、办事能力等方面

具有相对优势，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参与意

识，并对当地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或推动作用的

村民。［11］在传统社会中乡村精英主要是指官员、
乡绅、地主、族长以及在村中有一定威望的长

者，在当前主要指有创新精神能够引领村民发展

经济的村民以及村中有较高威望的老人，比如开

创性地将民族特色产业推向市场并获得成功的开

拓者、有较大影响的手工艺人、外出打工获得较

大成就的人士等。
这些乡村精英因为个人的经历和在某一方面

有出类拔萃的能力而引领乡村的发展。他们不仅

代表了民族地区乡村社区变革的方向，而且对乡

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无论是新兴的民

间互助组织还是传统的民间互助组织，乡村能人

都是其中的骨干。在南北朝时期出现的 “邑、
会、社”的组织就有“邑长”或者“邑头”。建

国初期的滇西和滇西北地区各地方的商帮都在经

商地组织商帮，如 “迤西商帮”、 “鹤庆商帮”、
“丽江商帮”、 “中甸商帮”等均由同乡商人组

成，并由业界影响较大的商行掌柜主持工作，有

的则公开竞选产生。而这些组织能否有较大的影

响力或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才

能，这就是乡村能人的作用。在当前的民间互助

组织中，乡村能人和精英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德

宏阿昌刀制作组织和大理、丽江等地的石材加工

组织，前者由于其主持者曾经担任过州政协委

员，因此，政府对其支持力度比较大，而后者是

自发组建的互助组织，没有强势或者社会交往能

力较强的领导者，政府对其支持力度相对较小。
云龙县诺邓白族村是旧时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

站，并且盛产矿盐，历代中央政府直接在这里派

驻盐业官员，这些盐业官员子孙世居于此。由于

这里人口流动相对频繁，内地在这里留居的人比

较多，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因此，读书人和盐

商的后裔在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全村的大小事

务都受到这些精英们影响。在 2005 年前后，当

地基层政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违背村民意愿和利

益，他们代表村民与政府和开发商进行交涉。
3． 社会资本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社会资本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或者长期固定交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源，这种

社会关系资源为网络成员所共有，这种社会关系

资源的形成以诚信为基础，通过大家的长期交往

而不断深化和累积。［12］社会资本对于固定成员而

言可以长期享受资源所带来的便利和产生的利

益。中国传统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民族地区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和生存环境的限制，个人的生

存和发展比起内地更需要集体的力量，因此社会

资本在这些地区作用比较明显。即使在社会进步

和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资本仍然在民族乡

村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了降低行动的风险，实现

利益的最大化，一个有限理性的个人在选择合作

者或者投资对象的时候往往选择自己熟悉或者了

解的个体，这一方面可以规避风险，另一方面还

可以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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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不仅在传统民间互助组织的形成和

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新兴的民间组织的组

建和运作中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在经济性和

社会性的民间互助组织中表现比较明显。在滇西

北的调研中我们发现了这一特征，比如一些新的

手工业生产模式———石材加工、工艺品包装盒的

生产线在引进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投资者在

寻找合伙人时最早考虑的要么就是姻亲，要么就

是互相了解的朋友。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这些

作坊主在寻找外包对象时目标主要是值得信赖的

朋友和邻里。换句话说，“熟人社会”是民族地

区手工业不断扩大和集聚的重要基础。传统的金

银首饰加工的规模化生产最早也是由工艺精湛或

者很有经济头脑的乡村能人发起，他们根据与自

己关系的亲疏来构建不同的手工业互助组织。

三、新兴民间互助组织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民族乡村新兴的互助组织表现出蓬勃发

展、种类比较多、部分组织规模较大等特征。这

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市场体系的形成过程敲开了原

本相对封闭的民族乡村，市场化的浪潮使得他们

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迫使乡村成

为巨大市场最初级的产品销售地和原材料供给

地。但是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出现时间还比较

短，还存在许多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
( 一)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规模小，管理机

制不完善

在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新兴的民间互助组

织限于其半机械化手工业的特性，其个体规模和

行业规模都相对较小。最大的如甘蔗种植合作组

织也一般以村为单位，涉及的主要是种植甘蔗的

农户，规模在 100 多户、400 多人左右，其他如

石材加工、金银器加工等行业规模更小一些，大

理古城周边的石材加工组织和鹤庆草海的石材加

工组织规模最大的也只有 40 多个农户参与，放

牧会等组织则更少。新的传统的民间组织和社会

性的民间组织如“帮辈”、诵经会等则一般以村

为单位，很少有突破村域范围的。
从管理机制而言，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相对

比较松散，没有形成规范性的管理规定和运行机

制，随意性比较大，很多都是约定俗成的条条框

框，有的甚至没有相应的规定，只有问题出现时

组织成员才临时集合，提出一些相应的解决措施

或约定，事情结束之后规定也就随之消失。
( 二)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较少受到

第三方的监督 ( 如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组织

成员的监督或者建立相应的监督组织等) 和政

府引导，许多组织都是组织成员自行组建和发

展，其中经济性的民间互助组织是所有新兴民间

互助组织中监督机制最缺乏的组织。社会性和新

的传统民间互助组织虽然同样缺乏监督机制，但

是社会舆论在其中还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其运

作还受集体利益和社会因素的约束。但总体而

言，对于这些组织无论是政府监管还是社会监管

都很缺乏。不同的组织在处理成员之间或者不同

组织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基本从本组织或者个体

的利益出发，很难做到公平公正。
监管的缺乏和组织成员思想意识的涣散很容

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使这些组织成为不利于民族

地区发展的信息传播渠道。在相对封闭和生存环

境比较恶劣的西部民族地区而言，加强新兴民间

互助组织的监督比内地更重要。
( 三) 结构松散、组织功能单一

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结构松散、功能比较

单一，仅仅为了解决生产实践过程中的某一个

或某一类问题而组建，功能有限。有些组织仅

作为大家年度聚会的纽带，根本目的不是促进

集体的利益。这些组织缺乏有能力和固定的领

导者以及有效运作的组织机构，没有常设性的

执行机构，没有成员常规性聚会的场所。组织

对成员的约束力也相对有限，仅仅通过较少的

罚款或 有 限 作 用 的 舆 论 来 维 持 成 员 之 间 的 关

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成员是散在的，没

有组织自豪感和荣誉感，组织对成员的约束相

对有限，其最主要的功能还在于丰富成员的业

余生活，以及处理成员在生产实践中出现的困

难，如资金的短缺 ( 如 “化撮”) 、红白喜事需

要集体协助 ( 如 “帮辈”和老人协会) 和处理

村民之间纠纷 ( 如 “纠会”) 等有限的具体问

题。在新兴的民间互助组织中像 “帮辈”这种

功能相对齐全，成员之间联系比较紧密的组织

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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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utual
Ai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of Yunnan Province
LI Can-song1，Si qin2

(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Yunnan 65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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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utual ai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ethnic minority villages of Yunnan in terms of background，organizational
structure，member，fun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Social relations，rural elites and social capital all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operating the organizations． At present，emerging mutual ai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face the problems of small scale，im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in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loose
structure and single organizational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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